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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链国际分工下的研发知识外溢:治理模式差异比较

徐道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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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结合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特点,通过经验分析,重点关注了价值链国际分工下的模块型治理

模式、领导型治理模式和关系型治理及其国际研发知识外溢效应。 研究表明:美国网络型治理模式

下的研发知识外溢效果是最突出的,更大知识存量规模是关键影响因素;与理论分析不同,台湾地

区关系型治理模式下的研发知识外溢效果反而比日本领导型治理模式下的研发知识外溢效果突

出,其生产网络渠道扩张是促进更有效率知识外溢形成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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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细化,国内外有关价值链

国际分工条件下的研发知识外溢及其对技术创新和

效率水平提升的相关实证也不断增多。 代表性经验

实证方面,Gereffi[1]以服装行业为考察对象,探讨了

国际贸易对本国产业升级的影响。 研究表明,贸易

网络中的组织学习机制以及有利于产业升级的组织

条件,会随着分包企业从组装环节向其他环节的推

移而不断变化。 Sturgeon[2] 通过建立生产网络治理

的国家模型,认为在全球化环境下,模块型生产网络

与其他生产网络相比有更好的经济绩效,提出正是

模块型生产网络,提高了美国在电子信息产业的竞

争力,造就了美国 20 世纪 90 年代新经济。 Giuliani
等[3]通过对拉丁美洲国家的研究发现,公司之间联

系的组织模式和价值链的管理是提升企业国际市场

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而这些因素在不同产业部门中

对产业升级的进程、生产和职能有着不同的意义。
国内学者王益民等[4] 通过对内地台商笔记本电脑

产业集群分析指出,台湾地区 IT 产业生产制造活动

迁移,某种程度上是以中国内地特定地理空间为依

托,复制和再造了这些企业之间原来就已存在的独

特商业规范与协作关系。 其独特的关系机制以及商

业氛围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台湾冶意义上的,与内

地环境是相隔离的。
应该说既有关注开放条件下,尤其价值链国际

分工条件下,研发知识外溢对技术创新和效率水平

提升的相关实证,为本文研究奠定了很好基础。 但

不同于此,基于经验发展数据,本文拓展性研究更明

确关注的是价值链治理模式差异条件下,全球生产

网络体系发展对我国制造业部门效率水平提升的知

识外溢作用。

一、治理模式差异下的知识外溢比较:
理论分析

摇 摇 鉴于价值链国际分工体系下,产品生产的内部

环节不断增加,这时要想通过提高价值链中单个环

节的效率,从而提升整个价值链的收益变得很有限。
正因为如此,学者 Gereffi[1]指出,需要系统性协调价

值链中各环节活动来使整个价值链更具竞争力。 考

虑到微观层面,全球价值链治理主要表现为以跨国

公司为主导,通过将生产价值链的各区段不断进行

分割,最终形成以生产价值链为基础的全球性生产

网络体系。 因此,对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差异及其

对研发知识溢出效应影响的理论探讨,这里也主要

是从跨国企业角度展开。 结合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

国际分工的总体状况来看,主要是参与到了以美国

跨国公司为代表所主导的模块型价值链治理模式、
以日本跨国公司为代表所主导的领导型价值链治理

模式和以中国台湾跨国企业为代表所主导的关系型

价值链治理模式结构中。
美国跨国企业主导下的模块型价值链治理模式

特点表现在其是一种开放型的生产体系。 领先企业

通常在企业内部保留产品战略、产品研发、功能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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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产品营销等活动,而将过程研发、零部件购买、制
造、测试、包装等交由独立的供应商。 如 Yusuf 等[5]

研究指出,美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与地区企业以合

同外包形式将生产价值链上的非核心部分转移给当

地企业,同时愿意通过对当地接包企业进行监督管

理、并依赖当地接包企业满足它们的需求。 这样做

的结果便是加速了香港、韩国、新加坡、台湾地区等

东亚经济体的创新和升级进程。 当然另一方面,虽
然美国模块型价值链治理模式中供应商主导的升级

之路在理论上十分明确(OEM邛ODM邛OBM),但在

实践上并不是没有困难,尤其从 ODM 向 OBM 的转

变并不容易。 模块型价值链治理模式还存在着一定

的封闭性问题———出于降低交易成本考虑,领先企

业选择的分包企业相对稳定,当然这种稳定性相对

于下面两种价值链治理模式而言,对外隔绝程度是

非常低的。 此外,如果参与其中的分包企业一旦成

为品牌生产商,即成为领先企业的竞争对手时,其将

面临被领先企业从生产网络中剔出的危险。

表 1摇 不同治理模式下制造业部门研发知识外溢情况

地区
食品

制造业

饮料

制造业
纺织业

纺织服装

鞋帽业

皮革毛皮

羽毛业

木材加工

及木竹藤

棕草业

家具

制造业

造纸及

纸制品业

印刷业

和记录

媒介复制

石油加工

炼焦及

核燃料

加工业

化学原料

及化学制品

制造业

医药

制造业

化学

纤维

制造业

日本 0郾 00 0郾 00 0郾 00 0郾 00 0郾 00 24郾 18 0郾 53 0郾 00 0郾 00 21郾 32 894郾 66 456郾 78 631郾 76
台湾地区 0郾 00 0郾 00 0郾 00 0郾 00 0郾 00 0郾 62 0郾 87 172郾 84 0郾 00 4郾 53 1 172郾 69 12郾 56 4 217郾 70

美国 0郾 72 0郾 43 49郾 49 5郾 23 44郾 07 0郾 05 0郾 99 7郾 07 2郾 95 0郾 10 75郾 85 1郾 43 203郾 55

地区
橡胶

制品业

塑料

制品业

非金属

矿物

制品业

黑色

金属

冶炼及

压延

加工业

有色

金属

冶炼及

压延

加工业

金属

制品业

通用设备

制造业

专用设备

制造业

交通运输

设备

制造业

电气机械及

器材

制造业

通信设备、
计算机及

其他电子

设备

制造业

仪器仪表

及文化、
办公用

机械

制造业

日本 151郾 03 261郾 39 32郾 46 0郾 00 0郾 00 27郾 29 158郾 41 158郾 41 204郾 75 296郾 85 2 813郾 75 1 020郾 91
台湾地区 614郾 17 877郾 92 250郾 21 296郾 97 325郾 35 71郾 31 727郾 13 727郾 13 224郾 20 3 097郾 76 8 223郾 43 3 133郾 19

美国 62郾 63 78郾 29 17郾 01 31郾 55 8郾 03 16郾 17 45郾 03 45郾 03 53郾 23 142郾 21 2 676郾 18 1 205郾 55

摇 摇 数据来源:国研网对外经济贸易数据库和 OECD 数据库,并经整理得到。

相比较而言,在日本跨国公司主导下的领导型

价值链治理模式中,跨国公司一般通过设定产品的

相关参数以及要遵循的各种生产规则,来实施对其

他企业的高度控制。 这其中,由于领导企业开发新

产品以及供应失败的风险,使它们需要生产商的技

术进步。 因此,领导型价值链中的领导企业会提供

嵌入企业必要的工艺和产品升级。 当然,在这一价

值链治理模式中,由于资产专用性和交易频率较高,
小型供应商大多要依附于大型采购者。 这种治理模

式通常以领导厂商的高度监督和控制为特征,表现

出比模块型治理模式更强的封闭性。 受此影响,日
本跨国公司向东亚转移的多是一些过时或已经标准

化的技术。
与前两种价值链治理模式相比,在台湾地区跨

国企业主导下的关系型价值链治理模式中,其跨国

企业更多是依靠参与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如信任、声
誉等非正式契约来进行生产网络的治理。 由于台式

生产网络中的领先企业往往是 OEM 和 ODM 企业,
所以其管理模式和制造工艺的模仿成本大大低于其

他两类治理模式中领先企业的营销能力和制造工艺

模仿成本。 也因此,从理论角度分析可以认为,台式

生产网络体系中的领先企业相对更不愿意转移技

术。 同时,由于台湾地区中小企业网络向外转移是

整体转移,所以台式生产网络向岛外的扩展不过是

在其他地区复制其岛内的企业集群而已,这就决定

了其“非当地化冶特点也会更明显。 因此,台资企业

生产网络的空间集聚,可能并没有真正给当地产业

和企业提供一个通过组织间学习以及与集群成员企

业互动实现自身能力提升的机会。

二、实证检验、
计量结果和解释

摇 摇 1. 治理模式差异下的知识外溢比较

经验实证方面,本文遵循一般贸易渠道下研发

知识外溢的内在机理,在实际考察我国制造部门参

与价值链国际分工水平时,参考 Hummels 等[6]基于

中间投入品贸易构造“垂直专业化冶指数相类似方

法,以制造业各行业加工贸易零部件从该国(地区)
进口除以对该国(地区)总值贸易出口比例,对各行

业参与价值链国际分工水平加以衡量 (简记为

GVC)。 对研发知识存量的计算,主要采用永续盘存

法。 具体以 1998 年各国(地区)制造业分行业研发

知识投资流量(简记为 RD)除以折旧率和基年后五

年的平均增长率作为该年的研发存量。 即 SDf
ij1998 =

RDf
ij1998 / (啄+灼),其中 RDf

i1998为 j 国 i 行业 1998 年的

研发经费支出,啄 为折旧率,一般设定为 9郾 6% ,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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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般海外资本相对国内资本折旧率较低,参考肖

文等类似研究处理[7],设定为 5% ,灼 为基年后 5 年

的平均增长率。 基于此,再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即第

t 年的研发知识存量=第 t-1 年的研发知识存量伊(1
-5% )+第 t 年的研发知识流量。

最终对不同治理模式下,制造业各行业研发知

识存量经由价值链分工网络渠道所形成知识外溢水

平的定量描述,借鉴 Coe 等[8] 研究,主要采用前面

两个指标交叉项表示。 当然,由于本文制造业分行

业分工网络渠道衡量主要是根据中国海关出口行业

大类分类获得的,而制造业分行业研发知识存量是

根据国际标准工业分类( ISIC3郾 1)获得的。 针对标

准不统一,依据国际标准工业分类( ISIC3郾 1),这里

对中国海关出口大类标准下 3 位行业代码贸易数据

做了适当重组。
由表 1 可见,经由 3 种不同价值链治理模式,国

际研发知识外溢主要还是集中在了化工、机械和电

子通讯等制造部门。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国在研

发知识存量绝对规模上要高出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

很多,但是最终表现出来的国际研发知识外溢水平,
除医药制造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外,其他都是

日本相对更突出。 究其原因,这与日本领导型价值

链治理模式下,中日之间更趋紧密的网络化生产合

作关系有关。 当然,也正是美国在通信设备、计算机

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

械制造业两个技术密集型部门所具有的更高研发知

识存量规模,从而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其与中国在模

块型治理模式下,由于网络化生产合作关系还不是

很紧密的不利影响。
2. 模型设定和变量说明

实证研究中,遵循 Coe 等[8] 考察国际研发知识

溢出中的模型构建思路,根据本文研究需要,可以构

建如下基本形式回归模型:
valueijt =茁0 + 茁1GVC ijt + 茁2RDijt + 茁3 spillijt +

lnscaleit + 茁5hrit + 茁6assetit + 茁7 strucit + 着it

其中,下标 j 表示国家(这里分别指美国、日本和台

湾地区),i 代表制造业细分行业,t 表示年份,时间

跨度从 2001—2009 年。 所有变量均做对数化处理。
具体变量衡量中,因变量 value 用制造业各细

分行业人均工业总产值表示。 本文之所以没有采用

经典理论模型中的全要素生产率,一个很重要原因

在于,国内李小平等研究认为,由于工业行业研发的

使用效率和投入结构等存在一定的问题[9],特别是

近年来工业行业步入调整期、行业竞争加剧、生产效

率不高等因素影响,从而导致研发投入对全要素生

产率增长和技术效率增长的影响为负。 鉴于知识溢

出所带来的溢出效应体现在很多方面,技术进步和

创新能力提升仅仅是其中部分,最终都会在产出效

率水平提升中有所体现。 此处,还需要说明的是,由
于制造业细分行业工业总产值数据主要是根据我国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GB / T 4754-2002)统计的,
和前面一样,针对分类标准的不统一,研究仍然主要

依据国际标准工业分类(ISIC3郾 1),进行适当调整。
自变量中,重点关注的价值链国际分工水平

(GVC)、国际研发知识存量(RD)和价值链国际分

工下研发知识外溢( spill)的衡量说明如前小节所

述。 考虑到研发知识外溢的滞后影响,这里变量

RD 和 spill 均采用的是滞后一期值。
控制变量的选择主要考虑如下方面:淤企业规

模(scale):大规模企业进行国际外包可以更多地节

约成本,提升自身生产率水平的可能性也更大。 对

其衡量,用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总

产值表示;于人力资本(hr):由于无法获得中国制造

业部门各行业员工所受教育年限的数据,这里仅用

各行业科技活动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比重体现;盂
资本强度( asset):一般认为,资本密集度越高的行

业,其技术含量也越高,技术进步也越快。 本文用各

行业固定资产净值同总产值的比重表示;榆企业所

有制结构(struc)。 相对内资企业部门而言,外资所

有制结构下更领先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可能带来更高

的生产效率水平提升作用。 本文用分行业三资企业

资产占行业总资产比重表示。
数据来源方面,分行业国际研发知识存量数据

主要来自 OECD 数据库,其他变量数据均主要来自

国研网贸易发展数据库、《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2002—2010)》 和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 2002—
2010)》。

3. 经验结果与解释

总体而言,最终拟合结果如下面 3 个回归方程

(其中括号中数据为显著性检验 T 值)相关变量回

归系数大多通过显著检验,并且与理论预期相符,表
明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美国网络型治理模式下的研发知识溢出影响分

析结果中,知识存量边际影响在 1% 水平上显著为

正,表明无论通过何种渠道或者方式,美国制造业知

识源存量规模的不断扩大,仍然会显著促进我国制

造相关行业生产率水平的提升。 而网络型治理模式

下,生产网络渠道本身的边际影响则显著为负。 本

质上来看,无论经由贸易形式形成的知识溢出,还是

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方式形成的知识溢出,都体现了

知识从领先(发送)企业向接受企业的传播,而这一

过程会受到企业文化差异的显著影响。 Donogh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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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10]就认为,不同的企业由于工作流程与企业文化

的不同,其知识管理的模式也会有所差别。 相似的

文化和价值观系统不仅有利于双方工作关系的建立

与维持,同时也定义了在工作中可接受与不可接受

的行为。 Beecham 等[11]也指出,良好的沟通渠道对

企业间知识溢出很重要。 而重视人性关怀与情感交

流、鼓励创新的企业文化则会使员工之间乐于转移

和共享知识,从而加速组织内部知识的创造过程,加
速创新资源的转化。 同时开放文化体系下的企业愿

意同其他企业进行交流和沟通,允许外界的参观和

学习,这样就可以主动捕捉更多外界的知识。 显然,
相对美国网络型治理模式下的生产网络渠道,日本

领导型治理模式和台湾地区关系型治理模式下发展

起来的生产网络渠道,表现出了更加接近的地缘文

化和价值观特点。 再加上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

中,美国和中国内地之间的生产网络渠道关系建立,
更主要是经由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生产活动的再

转包间接形成的,两者之间的直接联系程度并不是

很突出,尤其在高技术密集型制造行业领域内的分

工合作关系发展。
美国网络型治理模式拟合结果:

valueijt =10郾 10 - 0郾 07GVC ijt + 0郾 02RDijt +
0郾 07spillijt + 0郾 06scalei - 0郾 02hrit +
0郾 13assetit - 0郾 01strucit + 着it

(39郾 55)( - 3郾 38)(6郾 26)(6郾 58)
(1郾 92)( - 0郾 59)(2郾 75)( - 0郾 25)

日本领导型治理模式拟合结果:
valueijt =10郾 92 + 0郾 07GVC ijt + 0郾 03RDijt +

0郾 01spillijt + 0郾 09scalei - 0郾 003hrit -
0郾 08assetit + 0郾 01strucit + 着it

(41郾 4)(3郾 99)(5郾 42)(0郾 88)(2郾 77)
( - 0郾 12)( - 1郾 78)(0郾 18)

台湾地区关系型治理模式拟合结果:
valueijt =10郾 75 + 0郾 01GVC ijt + 0郾 05RDijt +

0郾 04spillijt + 0郾 07scalei - 0郾 023hrit -
0郾 05assetit + 0郾 0002strucit + 着it

(44郾 17)(0郾 7)(3郾 64)(8郾 37)
(2郾 12)( - 0郾 88)( - 0郾 86)(0郾 01)

摇 摇 当然这里结果中,从最后研发知识存量经由该

种生产网络渠道所形成的国际知识研发知识溢出对

我国制造业劳动生差率的边际影响显著为正,更进

一步说明,美国网络型治理模式下,其存在的研发知

识溢出影响,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知识源存量规

模及其较高知识源层次。 林高榜等[12] 研究发现,
2008 年日本电子器件产品的进口中 43%来自德国,

19%来自瑞典,24%来自美国;相比之下,2008 年中

国电子器件产品的进口来源地则集中在日本、中国

台湾地区和韩国,占总额的 60% ,而来自美国和欧

盟的进口之和占总额的比重仅为 12% 。 这种差异

直接导致了进口渠道获取技术知识外溢在国别间存

在的“非均匀冶性,也凸显出美国和欧盟等国家研发

知识源的更高层次性。
比较而言,日本研发知识源存量规模扩大带来

的边际影响作用显著为正,且平均而言要大于美国

研发知识存量的边际促进作用。 这里分析结果同时

还表明,与美国网络型治理模式下生产网络渠道本

身边际影响显著为负不同,日本领导型网络治理模

式下所形成的生产网络渠道边际影响至少在 5%水

平上均显著为正。 但最终形成的研发知识溢出对我

国制造业劳动生差率的边际影响虽然都为正,却都

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综合以上回归结果,日本研

发知识源对我国制造业部门生产率水平提升还是存

在显著促进作用的,但是这种效率水平提升影响可

能并不是主要通过其领导型网络治理模式下生产网

络渠道所形成的知识溢出产生的,经由其他方式形

成的知识溢出作用或许更突出。 学者蒋仁爱等[13]

也承认,美国和日本同为中国最为主要的技术外溢

国,但是相比较而言,日本更是中国吸收外溢技术知

识存量最多的国家。 作者认为,中日两国一衣带水,
同属于东方语系并且有着两千多年的友好交流历

史。 因此比起美国、英国等国家来说,在语言、文化

和地理上有着绝对的优势。 这就使中日两国之间的

信息传递、文化交流以及人员流动更加的有效畅通,
为国际性知识最终能够通过更多种渠道形成外溢,
进而整体上表现出更突出的知识溢出促进作用创造

了便利条件。
日本领导型价值链治理模式下,理论分析中所

得到的生产网络渠道扩张和研发知识存量扩大共同

作用对中国制造业部门形成的研发知识溢出,实际

并没有真正表现出来。 由于领导型网络治理模式

下,日本处于领导地位的跨国公司凭借其强大的研

发、品牌营销、管理能力,实际上已经牢牢地控制着

整条价值链。 尽管渠道本身的扩张还是或多或少会

带来一些过时的或已经标准化的技术外溢,但是依

然非常有限。 特别是在像中国这样的实体经济发展

极快的情况下,在技术发展上更快能够向日本逼近、
在技术密集型产品上甚至可能同日本较快形成竞争

时,日本转移技术知识的意愿也变得更加消极。 更

何况日本领导型生产网络由于其自身的封闭性,较
少将其国内生产网络以外来自东道国的本土企业纳

入其全球市场网络,所以这种生产网络本质上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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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先企业与其国内的供应商的生产经营活动在空间

上由国内向国外的转移,而无法像美国模块型生产

网络那样实现全球资源的整合。
最后,台湾地区关系型治理模式下国际研发知

识存量规模扩大边际影响作用也至少在 10% 水平

显著为正,且平均而言要大于日本研发知识存量边

际促进作用。 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台湾地区关系

型网络治理模式下所形成的生产网络渠道边际影响

不显著为正。 按照前面理论分析观点,相对我国同

美国和日本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下所建立的生产

合作关系,我国内地同台湾地区所建立的网络生产

渠道关系更体现了共同的文化影响、地域忠诚度和

情感交流特点,因此,网络生产渠道在生产效率水平

提升中的直接作用也应该表现为正。 这里不显著为

正结果可能说明,在台湾地区关系型治理模式下,其
网络生产渠道与大陆的地缘、文化关系虽然是最紧

密的,但台资企业在内地投资并没有将内地企业真

正融入生产网络中,而是将整个生产网络从台湾地

区移至内地,当地企业则被边缘化。 或者,即使有当

地供应商加入了生产网络,往往也是提供较为低端

产品。 最终结果即表现为台湾地区关系型生产网络

渠道发展的“相对冶饱和。

三、主要结论和启示

遵循既有考察国际研发知识溢出的基本理论框

架,通过定量比较和实证检验,本文重点关注了价值

链国际分工发展过程中,模块型治理模式、领导型治

理模式和关系型治理模式这样三类比较典型价值链

治理模式下的研发知识外溢,及其对我国制造业部

门形成的溢出效应。 主要研究结论表明,与理论分

析相符合,美国网络型治理模式下的研发知识溢出

效果是最突出的,其中更大的研发知识存量规模发

挥了关键的影响作用。 但另一方面与理论分析不

同,这里台湾地区关系型治理模式下的研发知识溢

出效果反而比日本领导型治理模式下的研发知识溢

出效果更突出。 主要原因在于台湾地区关系型治理

模式下,其生产网络渠道扩张是促进更有效率知识

外溢形成的关键。
随着我国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体系程度的进一步

加深,在后续深化发展过程中,我国针对不同生产网

络应采取更加有针对性的发展策略。 具体来说:对
欧美企业主导的模块型生产网络,国内企业应尽可

能地积极参与并消化吸收欧美企业的先进管理体

制、生产工艺和转移技术,同时加大自主研发力度,
以加快从 OEM 向 OBM 转型。 对日本企业主导的等

级制生产网络,由于领先企业对参与企业管制过于

严格且转移技术在国际市场上并不具有太大竞争

力,参与这种生产网络很有可能被锁定在 OEM 环

节,从而不利于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国内企业在

参与相关生产活动过程中要更加慎重且有所选择。
而对台湾地区企业主导的关系型生产网络,虽然其

封闭性特点更加突出,大陆企业参与其生产活动的

困难相对也更大,还是要看到其仍然有值得学习借

鉴的地方,相应获得知识外溢的可能性依然不容

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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